
．孟子王霸之辨思想溯源*

———以“德”观念的演变为线索

陈佩辉

内容摘要:孟子所建构的“贵王贱霸”理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渊源有自。
就德力之辨而言，其思想可以追溯至《左传》中时人对霸者德薄而崇力的评价以
及《表记》所言的霸者“利仁”，孟子在此基础上结合霸者德亏的史实，“以德力辨
王霸”，并指出德力之别背后是义利之别。就霸政与德、刑的关系而言，孟子关于
霸政的思想是对孔子“刑政”、子思学派“义政”的继承与发展。孟子提出“久假
非真有”，阻断王霸相通，亦渊源于子思学派对于仁行的划分与反思。孟子贵王
贱霸的根本原因是“德”观念的不断内面化使得行为主体的德性和动机而非外在
善行成为判别道德与否的关键所在。孟子以德力、义利来区隔王霸，完成了先秦
儒家王霸之辨演变的逻辑进程，建构了更为理想的王道政治理论。
关键词:孟子 王霸之辨 思想渊源 德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儒家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封建郡县之辨研究”
( 编号: 22CZX035)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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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曾指出，孟子性善论并不是毫无征兆突然出现的，而是中国文化自殷周之际开

始长期发展的结果。①同样，孟子王霸之辨将王道和霸道视作价值对立的政治模式，亦是先
秦“德”观念长期发展的结果。一般而言，王道指圣王治国平天下之道，是最理想的政治模
式，而霸道在经子中则有不同性质的理解。是以追溯孟子王霸之辨的思想渊源，关键在于
探究前孟子时期对“霸”的理解与定位。目前学界对孟子王霸之辨思路溯源的讨论主要集
中在《论语》《左传》。日本学者小仓芳彦从“德”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呈现《左传》与
孟子“霸”观念的不同。②郑开则在小仓基础上笼统分析了从《左传》到孟子“霸”观念的变
迁，但未言及孔孟之间王霸观的变迁。③干春松、王正等人则从《论语》出发，分别从孔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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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的评价以及德刑对立的角度论述孔子对孟子王霸观形成的影响。① 这些研究初步梳
理了先秦儒家王霸之辨的演变，推进了对孟子王霸之辨思源渊源的认识，小仓、郑开的研
究更是为我们溯源孟子王霸之辨提供了关键线索。不过，以上研究对孔孟之间王霸思想
演变的线索尤其是对子思学派王霸之辨关注不多，难以全面呈现孟子王霸之辨的理论渊

源。事实上，子思学派的王霸之辨对于理解孟子王霸之辨的生成也非常重要。本文借鉴
小仓和郑开的研究思路，以“德”观念的发展为线索，重点结合《左传》以及《表记》《中庸》
《五行》等文本，探究孟子王霸之辨的生成逻辑。孟子王霸之辨主要包括德力孰本、如何评
价“假仁”的霸政、王霸可否相通等三个问题，本文亦从三个问题探究其思源渊源。

一、从“王霸皆重德力”到“以德力辨王霸”

孟子从心、政和功等多方面考察判分王霸，从“心”出发以德力辨别王霸，将王霸视作
价值对立的政治，不仅支撑了政、功方面的分歧，也决定了孟子王霸之辨的性质。因此，德
力之辨是其王霸之辨的核心，追溯孟子王霸之辨的理论来源，关键就在探究孟子“以德力
辨王霸”的渊源。我们先看孟子如何以德力辨王霸。孟子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
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
而诚服也。”(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认为，王天下经由以德行仁的方式获得，而霸诸侯
则通过以力假仁的方式取得，前者依靠民心，小国也能实行，后者依靠强力，只有大国才有

资格。质言之，王霸之别即是德力之别。德力之别背后则是行为主体的动机之别，“以力
假仁”背后是利心驱使，而“以德行仁”背后则是义心推动。由此，王霸之辨的关键在于行
政主体是否真诚地行仁义，王霸之别是义心、利心之别，是两种价值对立的政治模式之别。
孟子对王霸的评判显然是其对历史的反思与诠释，因此探究孟子“以德力辨王霸”的

渊源，必然回到春秋史实中去。质疑孟子以德力区别王霸的吕祖谦提示了线索，他在《左
氏传说》中说:“自古论王霸，皆曰‘王以德，霸以力’，德与力是王霸所由分处。然而霸亦尝
假德而行，亦未尝专恃力而能霸者。”②吕祖谦认为，孟子以德、力区分王霸不符合春秋的历
史事实，霸必须依德而行方能成霸，仅仅依靠强力并不能成霸。以晋国之霸为例，晋文公
所行之政事，皆依德而行。文公之所以凭借城濮之战一役定霸，在于其以德辅力，而非专
靠强力。
吕祖谦所论还不全面，《左传》所认同是“将德是以”“诸侯怀德畏讨”(《左传·成公八

年》) 的霸道。现代学者小仓将春秋霸政与周初巡狩制度相比较，认为《左传》史实部分所
呈现的霸者行动与周初王道并无本质区别，《左传》评语部分的霸道原理即德、刑( 力) 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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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基于春秋史实的解说。① 而孟子王霸之辨则与《左传》史实不甚相符，是脱离历史语
境的一种观念性抽象。我们认为小仓对《左传》“霸”的原理的分析中肯，但关于孟子脱离
历史语境的判断则值得商榷。
首先，《左传》认为争霸者须是大国而非小国，公子目夷批评宋襄公争霸“小国争盟，祸

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孟子认为“霸必有大国”与此相合。其次，《左传》霸道对德
的强调，在当时即受到挑战。先縠认为“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
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左传·宣公十二年》) ，强调强力是晋国称霸的核心因素。被
《左传》称颂的齐桓之霸，也被宰孔指为“不务德而勤远略”(《左传·僖公九年》) 。在宰孔
看来，齐桓之霸并非依靠其德，而是凭借武力征伐而得。显然，春秋时期对霸道的认知并
非单一，针对齐桓之所以成霸，时人有截然不同的答案。孟子接续宰孔，在霸与力之间建
立实质性关联，顺理成章。最后，更为重要的是，霸者有诸多缺失，比如齐桓公向鲁献戎
捷，欲取鲁，“好内”，欲“易立太子”。《左传》亦指出霸者的道德问题，如评齐桓公“义士犹
曰薄德”( 《左传·僖公十九年》) 。孟子接续义士之言，进一步否定霸者之德，亦渊源有
自。总而言之，《左传》对霸道的肯定，也隐藏着对霸者的否定。那么《左传》的“霸道”自
洽吗? 为何孟子要转向“以德力辨王霸”呢? 这就要从周代“德”观念的演变谈起。
郑开结合小仓、陈来等人的研究指出，早期的“德”，孕育于政治制度中，与“行”不分，

主要指作为社会政治行为的“政德”，道德之德则是在后来“德”“行”分离过程中逐渐生成
的。政德在道德之德的生成过程中，起着支配作用。《左传》中的“德”兼指政德和道德之
德。至于孔子，“德”仍然有“行”的痕迹，“德”“行”的分离并未充分。此后，随着仁、义的
流行，诸德目收敛于仁、义。② 战国时期，“仁义内外之辨”成为时代问题，经儒家尤其是子思
学派的努力，诸德目进一步内面化。德、行明确分离，仁、义、礼、智不形于内，就只是外在的
善行而已，必须形之于内，方为“德之行”。但在“义”的来源上仍有明显的“义外”倾向。③ 至
于孟子，进一步贬低仅是外在善行的“行仁义”，反驳“义外”说，“将仁、义、礼、智等都放置
于人的内心，从而完成了将‘德’的观念从天命和制度的层面深入到人内心的总过程”④。
在德行分离的过程中，评价是否有“德”的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在早期，判定标准在

于“政治行为”是否得当; 而在德的内面化之后，行为主体的德性状态和动机成为判别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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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否的关键。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时期，标准则在变换之中，外在之行与内在之德在不同比
例上被看重，造成对同一人物或行为的道德判断出现歧异甚至对立。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对同一个霸者的评价为何发生根本性扭转。在《左传》中，德主

要有四种含义: 道德，行为、政令，恩泽、好处，庆赏。判断是否有德的重心在外在政治行为
及其功效，而不在霸者动机及其德性。五霸之行在政治行为上基本符合当时德礼的要求，
亦有“尊王攘夷”之功，且给邢卫等国很大的恩德。因此，《左传》认为霸道是有德的政治，
而强力只是辅助德的实现，霸道与“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的文王之道无别，二者之间仅是位上的王伯之别。从其道德评价标准来看，《左传》的霸道
基本上是自洽的。不过，由于处于评价标准的过渡阶段，春秋时期对霸还存在另一种评
价，宰孔等人认为齐桓在道德上还不足，揭露了齐桓之霸与武力征伐的密切关系。至于子
思学派，判断是否有“义”的标准仍集中在外在善行。《五行》认为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
仍是善行，并未因其内而否定其外。因此，《表记》虽然揭示王霸背后的动机不同，认为霸
者行仁背后是“利仁”，但仍将霸道与次于至道的义道相配。而在孟子那里，由于完成了
“仁义内在”的理论建构，仅仅“行仁义”并非真正的善行，判别道德与否的关键在霸者的德
性与动机，外在政治行为及其功效居于附属位置。如果行为者内在动机在于求利，即使其
外在行为符合规范，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基于新的评价标准，孟子展开了对齐桓、管仲等
霸者的批评。宰孔批评齐桓“不务德而勤远略”，孔子也曾否定管仲知礼，子思又指出霸者
“利仁”。孟子接着讲，指出霸者与王者在德性与动机上有根本不同，王者与仁义是“性之”
“身之”的关系，而霸者抛弃仁德，仅仅是假借仁义之名而已，其背后的动机则是求利求名，王
霸之间是有德与无德、求义与求利之别。那么霸者是如何获得霸业的呢? 孟子认为，霸者取
得功业并非依靠仁义获得，五霸皆是大国，依靠强力即能征服诸国。总之，从孟子的道德评
价标准来看，王霸不同道，王霸之别是德力之别、义利之别，二者是价值对立的政治模式。五
霸是“行仁义”，与王者“由仁义行”有根本不同，霸道本质是强力政治，其背后的动机是求利。
孟子之所以对立化王霸，道德评价标准转换之外，亦与《左传》王霸观潜在的理论问题

有关。首先，重外而轻内，忽视内在之德对外在之行的决定性影响，容易导致仁义的工具
化。比如齐桓公，起初欲吞并鲁国，由于缺乏合适的机会，故而选择“宁鲁难而亲之”( 《左
传·闵公元年》) 。亲鲁当然是善行，但其背后动机并非出于仁义之心，而是为了更多利益
的实现。因此，仁义有被工具化、被利用的风险。如此，一定会产生以桀纣之心做尧舜事
业的现象，政治家借儒家仁义纹饰其恶行。事实上，从春秋到战国的时代之变验证了这一
走向。是以孟子必须标明王霸的界限，将具有危险性的模棱两可的霸道排斥在治道之外。
其次，由于缺乏内在德性支撑，霸政的延续性出现问题。齐桓公在成霸前后皆有违礼之
处，尤其是管仲去世后，齐桓因内宠而改易太子，导致齐国内乱。由此，也带来第三个问
题，对霸者评价的一致性问题。鉴于齐桓之行，即使只从外在行为看，也存在瑕疵，是以
《左传》又指出其德薄。这无疑是其霸道理论的缝隙，容易招致潜在的理论攻难。从而引
发第四个问题: 既然德薄可以称霸，为何还要修德? 由此，德力并重的霸道蜕变为重力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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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政治，进而演变为力主德辅的政治，最终至于单纯的强力政治。战国之后，争霸之诸
侯“绝不言礼与信矣”(《日知录》卷十三) ，可证。面对梦幻着以齐桓晋文之道复兴故国的
梁惠齐宣，孟子意识到齐桓晋文之道固有的问题必然会造成战国之局，不贬霸道无以镇诸

侯，不兴王道无以安天下。鉴于以上种种问题，孟子重构了儒家王霸观，以德力辨王霸，指
出王霸背后的义利之别，贵王贱霸，取消霸道的道德合法性。

二、霸政: 从“德政”到“刑政”

孟子以德力辨王霸，指出霸道是以力假仁的政治，肯认霸政借用了某些仁义规范。那
么这些规范是何种意义上的规范呢? 又是在何种程度上被肯定? 此思想渊源于何处? 本

节探究这些问题。先看孟子对王霸之政的理解: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

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
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
不朝，则贬其爵; 再不朝，则削其地; 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
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为
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
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今
之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

孟子所比对的王霸之政，主要指向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之间关系的处置。在王政下，天子
通过巡狩，补不足而助不给，以帮助人民，并根据诸侯是否发展生产、养老尊贤而给与赏
罚。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征伐，则是通过受天子之命的方式进行，“诸侯伐而不讨”。在霸政
下，五霸在未得到天子授权的情况下，“搂诸侯以伐诸侯”。因此，霸政背离了王政，五霸是
三王之罪人。但霸政又部分继承了王政，主要是诛讨不孝之行、毋改易太子、尊贤使能、敬
老慈幼、不以邻为壑等关乎公共利益的政治规范。霸政的“五禁”主要指向的是以尊贤为
核心的义政，以及对于违反宗法的警告，并无提倡孝悌的约定。“五禁”的实现方式亦是暴
力下的强力制止，而非奖赏之下的利益诱导，更非教化下的自觉服从。
孟子如此对比王霸之政，有何渊源呢? 前文谈及巡狩制度，已经指出，“德”即在巡狩

等政治制度中孕育。至于春秋，《左传》认同“天子非展义不巡守”(《左传·庄公二十七
年》) ，强调巡狩制度是“德义”的体现。① 那么，从巡狩制度到“搂诸侯以伐诸侯”，是如何
演变的呢? 此外，孟子提及的“五禁”，又有何渊源呢? 它与《表记》所指的义道有何关系
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77·孟子王霸之辨思想溯源

① 杜预注曰:“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义”。参见《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326页。



《左传》认为“方伯”有维护诸侯间秩序的责任，有讨罪之权①。讨罪之权是谁赋予的
呢? 管仲在替齐桓公回答楚使为何伐楚时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
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
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左传·僖公四年》) 代表天子的召公赋予了太公讨伐诸侯之
权，目的在于“夹辅周室”，是以齐桓有权征讨楚国之罪。管仲还特意言及昭王南征，以比
齐国的南征，象征着其与王者征伐具有同样的合法性。杜预注释“南征”为“南巡守”②，指
出了天子巡狩与侯伯讨罪之间的相似性。总之，在《左传》中，霸者有讨伐之权，其权力来
自于王者的授权，此制类似于王者巡狩制度，也是“德义”的体现。孔子则认为“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 ，否定诸侯有擅自征伐之权，但未言及受命方伯如
齐桓是否有征伐之权。③ 孟子在此基础上认为，五霸等诸侯没有讨罪之权，争霸是“搂诸侯
以伐诸侯”，否定了霸者具有专讨的合法性。
再看第二个问题。孟子提及的“五禁”在《左传》中并未提及。但前文小仓指出霸政兼

顾德、刑，无异于王政。那么霸政是如何从“德政”演变为“五禁”之政的呢? 孔子的德刑之
辨应是其思想渊源。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论语·为政》) 先王之政乃德政，虽间用刑，但以德礼教化为主，在德政之下，
百姓有耻且知敬。而后世之政则专用刑，依靠强力推行法度禁令，缺乏德礼浸润，是以百
姓仅仅是脱离了刑法而已，并无内在之变。孔子在此并未透露霸政是否等同于刑政。稍
后的《表记》则指出霸政乃义政，其民知敬。《表记》言: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
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 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
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

《表记》认为道有三: 王道有仁有义，亲亲尊尊兼得; 霸道有义无仁，百姓尊而不亲; 等而下
之的则是考道，考道仅模拟仁义之一而成，勉强维系秩序而不失，难以获得百姓之亲尊。
亲、尊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伦理行为，亲必须通过仁爱获得，仅仅依靠义之裁断难以获得百
姓爱戴，但可以获得百姓的尊重。这也就意味着，霸者在公义及其背后的强力的威慑下，
能够赢得百姓之畏服和尊敬。
孟子在孔子和子思学派基础上，辨析善政与善教之别，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善政，主要指向政
令法度，背后依靠强力支撑，是以“民畏之”，能得以聚集民财，实现利益最大化; 善教则是以

·87· 《中国哲学史》2025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左传·僖公元年》言:“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孔颖达认为此处侯伯乃王之二伯，九
州之长。参见《春秋左传正义》，第 368 页。

《春秋左传正义》，第 379 页。
在孔子基础上，公羊学家认为方伯有讨伐之权，但否定桓公等霸者有讨伐之权，只是在特殊情

况下赋予诸侯专讨以一定的合法性(《公羊传·宣公十一年》) 。由于难定《公羊传》与《孟子》的先后时
间，无法绘制其间之演变，且附于此，以备读者参考。



德化民，百姓爱之而心服。善政与善教，一则制于外，一则格其内，自然成效相差甚大。而齐
桓“五禁”之政正是所谓“善政”，尤其是其强制性，的具体表现。与子思学派所言的霸政“尊而
不亲”的不同，孟子认为，“五禁”之霸政所得必然是民的畏惧而非尊敬，与孔子“刑政”相符。
总之，不同于《左传》，孟子在继承孔子的基础上否定霸者有专讨之权，但在批评霸政

对先王德政背离的同时，又相对肯定了霸政。霸政继承了先王之政的部分内容，“五禁”之
政主要指向公共利益的政治规范，从外在方面看可以称为“善政”或“义政”，但就其思想实质
而言则是“刑政”。孟子肯定霸政，主要针对现实而发，相对于“今之诸侯”的“无道”，霸政有
其善处。至于其思想渊源，则是主要是对孔子“刑政”、子思学派“义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三、从“王霸同道”到“久假非真有”

最后看王霸能否相通这一问题。前文已指出，《左传》反对仅仅依靠武力的政治，其霸
道的原理是德刑兼用，与周初王道的原理并无不同。因此，正如司马光所言，王霸事实上
是同一个道①，二者之间仅仅是名位之的王伯之别，若发生革命如武王伐纣，则霸者可以转

换为王者。而在孟子看来，王霸并不同道，且在价值上是对立的，久假仁义的霸者不可能
真有仁义，循霸道不可能通往王道。在王霸能否相通这个问题上，从《左传》如何过渡到孟
子的呢? 本节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孔子认为“齐一变，至于鲁; 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 ，暗示了存有霸政残余
的齐政可以变为保有王道遗迹的鲁政，但并未明示齐鲁之变的方式。过渡的关键是子思
学派所构建的“王霸同功”说。子思学派认为:

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 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
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
道以为无失。(《礼记·表记》)

子思学派的划分继承了《论语》“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思想，进一步指出仁行有三种: 第一
种是仁者安仁，为仁本身的价值行仁; 第二种是智者行仁以求利，仁仅是治理的工具，行仁

的根据在于利害，不能带来利益的规范可能就被舍弃了②; 第三种则是畏惧罪过而行仁，为

避免亡国而遵守必要的仁义规范，其他规范可能就被践踏了。在《表记》的划分中，只有安
仁者是内外兼具的仁者，其他皆有所失，并非真仁者。王者兼有仁义，自然与安仁者相配;

霸者有义无仁，自身德性有缺，通过智力获得仁功，自然与利仁者相配; 而行考道者勉强行

仁行义，内在并无仁义，因此只能与强仁者相配。王道与仁者安仁相配，霸道与智者利仁
相配，暗含了王霸之间的义利之别。在外在功效上，三种不同的仁行皆可收一定的仁功，
王霸可能同功，但在行政主体那里却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但《表记》只露义利之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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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佩辉:《理学视域下霸道的变质及其必然性》，《学术交流》2023 年第 5 期。
《论语》“智者利仁”与此同理。参见《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8 页。



痕迹，并未就此展开具体论述，也未就此否定霸道，反而在最后肯定霸道为义道。而王霸
同功，预示了王霸相通，这可以通过《中庸》看出。
《中庸》对行仁的划分与《表记》有相通之处，《中庸》言: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中
庸》肯定“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与“安而行之”同功、同行。这与《表记》有对应关系吗?
我们可以从汉唐旧注中找到答案。郑玄将“利”解释为“贪荣名”，孔颖达则基础上进一步
将二者对应，其解释“利而行之”为贪利而行，“勉强而行之”为畏罪而行，与对《表记》的解
释完全等同。① 此种诠释思路肯认了《表记》中“利仁”“强仁”最终与“安仁”无别，间接肯
定了王霸相通，当是认“霸道”为“义道”的子思学派之本义。在此观念影响下，《孟子注
疏》将“五霸假之”与“勉强而行”相对应，霸者只要久假仁义就能真有仁义。② 事实上，针
对此段的解释也有其他诠释方向，朱熹认为“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与“安而行之”同
功、同行在于前两者的“自强不息”，因此三者“所至之域则同”。而若因贪利、畏罪而行，比
如五霸假仁，则是自欺欺人的假仁而已，不可能与“安而行之”“同功”。③

《孟子注疏》以《礼记》解孟，为我们提示了王霸观从子思到孟子的演变线索。我们认
为，孟子阻绝王霸相通之路恰恰是在堵上《表记》《中庸》诠释中的漏洞，消除霸道的合法
性。那么孟子是如何阻绝王霸相通之路的呢? 孟子言: “尧舜，性之也; 汤武，身之也; 五
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孟子·尽心上》) 有关此段的解释，聚讼纷
纭。《孟子注疏》认为霸者可以真有仁义。张栻虽否定“假之”与“勉强而行”对应，但也认
为霸者终身假借仁义，“必因其假而有所感发于中”④，进而践行仁义，走向王道。朱熹则
认为徒窃仁义之名的霸者不可能转变为王者。张和朱的解释在文本中都有一定道理，但
何者更合孟子本义还需结合更多文本才能判断。《孟子·离娄下》言“舜明于庶物，察于人
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把“由仁义行”与“行仁义”相对立，否定了在缺乏内在仁义之
性参与的前提下，经由外在行为形塑内在德性的通道。因此，霸者久假仁义不可能真有仁
义，“久假非真有”才是正解，张栻的理解更接近于子思学派，而朱熹的解释更符合孟子本义。
从《左传》到子思学派再到孟子，之所以发生阻断王霸相通的思想变化，关键也是德观念

的内向化发展。《左传》更为关注霸者之外在德行，外在德行比内在德性状态更为重要，即使
内在德性驳杂也不妨碍对霸者的肯定。而子思学派则认为外在善的行为经过积累可以内化
为德性，因此霸者行仁或假仁可以促使霸者内在心性的改变。至于孟子，则建立了由内而外
的路径，外在善行在求利动机下无法内化为德性，假仁背后的利心并不因外在约束而收敛，

反而因外在成功而张大，所谓“缘木求鱼”“以桀纣心地，做尧舜事业”是也。不过德性可以
由外而内形塑的思想在汉唐获得了广泛认可，至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那里才被彻底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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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441 － 1442 页。
《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433 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9、358 页。
《张栻集》，《儒藏精华编》第 233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512 页。



四、结语

总而言之，孟子建构的“贵王贱霸”理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渊源有自。首先，就德力
之辨而言，其思想可以追溯至《左传》中时人对霸者德薄而崇力的评价以及《表记》所指出
的霸者“利仁”，孟子在此基础上结合霸者德亏的史实，突破《左传》“王霸皆重德力”的观
念，“以德力辨王霸”，并指出德力之别背后的义利之别。其次，就霸政与德、刑的关系而
言，孟子关于霸政的思想主要是对孔子“刑政”、子思学派“义政”的继承与发展。孟子在批
评霸政对先王德政背离的同时，又相对肯定了要指向公共利益的政治规范“五禁”之政。
“五禁”之霸政，从外在方面看可以称为“善政”或“义政”，但就其思想实质而言则是“刑
政”。最后，从《左传》“王霸同道”到孟子提出“久假非真有”，阻断王霸相通，亦经由子思
学派对于仁行的划分与反思。子思学派虽然意识到霸者背后的动机是“利仁”，但仍认为
通过外在善行的累积可以塑造内在德性，霸者行仁或假仁可以促使霸者内在心性的改变。
孟子则意识到建立了由内而外的路径，外在善行在求利动机下无法内化为德性，否定霸者

行仁可以变为王者。
至于孟子贵王贱霸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德”观念的不断内面化是王霸之辨转向

的根本原因。德的内面化的完成使得行为主体的德性状态和动机而非外在善行成为判别
道德与否的关键所在。是以孟子必然不同意以位分上的王伯或仁义区分王霸，也否认了霸
道能与某种仁相配，而必然选择以义利区隔王霸，贵王贱霸，将霸道贬为不道德的政治。同
时，孟子还要否定霸者假仁可以真有仁义，由此阻断王霸相通的路径。其次，《左传》《表记》
的王霸理论存在诸多问题。按照《左传》《表记》的理论，仁义有被工具化的风险，一定会引发
诸多以桀纣之心做尧舜事业的现象，最终政治家们以儒家之名，走向法家之实，借儒家仁义

纹饰法家之刑名。是以孟子必须标明王霸的界限，将具有危险性的模棱两可的霸道排斥在
反映儒家价值的治道之外。最后，战国的历史实际也要求孟子选择“贱霸”。战国风潮发生
了巨大变化，诸侯之间的争霸毫无道义可言。面对梦幻着以齐桓晋文之道复兴故国的梁惠
齐宣，孟子意识到齐桓晋文之道固有的问题必然会造成战国之局，不贬霸无以安天下。
孟子以德力之别、义利之别来区隔王霸，使得以力行仁的霸道变而为以力假仁的霸

道，完成了先秦儒家王霸之辨演变的逻辑进程，建构了更为理想的王道政治理论。但孟子
也将儒家基于历史而构造的霸道拱手让人，限制了儒家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其尊王贱霸

的思想不仅被法家所讥，也未被汉唐主流儒学所接受。恰恰相反，春秋学王霸之辨更为汉
唐儒学所接受。而在宋以后，理学家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王霸之辨，使得以德力、义利辨
别王霸的思想取得支配地位。

(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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